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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後設認知量表之發展與信效度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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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發展適用中小學生的數學後設認知量表（Mathematical Metacognition Scale, MMS），

本研究分預試與正式施測兩階段，兩階段皆採立意取樣的叢集抽樣方式，各抽取中小學生 457
人與 861 人。預試資料進行探索性與驗證性因素分析，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獲得三個因素：後

設認知知識、計劃與監控、評估，其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係數分別為 .87、.87、.72，12 題

的總量表 Cronbach’s α 係數為 .90，顯示本量表具有良好的信度。正式施測資料，進行測量恆

等性考驗，考驗結果發現不同性別具測量恆等性，顯示本研究發展的數學後設認知量表，具有

良好的建構效度。 

關鍵詞：探索性因素分析、測量恆等性、數學後設認知、驗證性因素

分析 

學習是複雜認知運作歷程，學習者須主動從長期記憶提取與新學習教材相關連的舊經驗，才

能獲得有意義學習成果。在主動參與學習活動的歷程，學習者還需具備對學習活動進行計劃、監

控、評估、調整的能力，才能獲得較有效的學習結果。此種對學習活動進行計劃、監控、評估、

調整的運作機制，即是所謂的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 
「後設認知」一詞最早由 Flavell（1976）提出，他主張後設認知是指「個體對自己認知歷程

與結果的知識；與自己認知歷程與結果相關的知識；個體主動監控、整合和認知目標有關的歷程」。

自從 Flavell 提出後設認知概念後，經過這 30 多年對後設認知的研究研究，顯示後設認知與學習具

有密切關聯性（Leutwyler, 2009）。Wang、Haertel 與 Walberg（1990）以內容分析法，探討影響學

生學習成果的 30 項相關因素，研究顯示後設認知是影響學生學習成果，非常重要的一項影響因素。

已有許多研究結果顯示，後設認知對不同學習領域之學習活動，皆有很重大影響力，例如語文學

習（蘇宜芬、林清山，1992；Cross & Paris, 1988; Mokhtari & Reichard, 2002; Pressley & Gaskins, 
2006）、數學（陳李綢，1992；Carr, Alexander, & Folds-Bennett, 1994; Garofalo & Lester, 1985）、自

然科學（于富雲、陳玉欣，2007；Kaberman & Dori, 2009; Rickey & Stacy, 2000）、社會科學（Poitras, 
Lajoie, & Hong, 2012）、藝術（Bathgate, Sims-Knight, & Schunn, 2012; Benton, 2013）等。也因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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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認知與學習兩者的密切關係，於 2006 年誕生一份新的學術期刊＜後設認知與學習＞

（Metacognition and Learning）。 

一、數學後設認知量表編製的重要性 

對後設認知的研究，從 1980 年代開始，受到全世界數學教育界強調數學解題的重要性，因而

數學教育學者著手探究後設認知在數學解題歷程中所扮演的角色（Lester, 1982; Schoenfeld, 
1985）。Desoete 與 Veenman（2006）主張後設認知對數學解題的全部歷程，都具重要的影響力。

在一開始的數學解題歷程，不論是題意瞭解，或數學問題表徵，都需藉由後設認知的引導，才能

順利完成。在數學解題歷程中，不論是擬定解題計畫，或執行解題計畫，也需要後設認知的監控，

才能確定解題計畫是否合適。在數學解題最後階段，不論是解答驗算，或對解題成功之預測，同

樣需要後設認知的評估，才能判斷解題是否成功。     
有鑑於後設認知對數學解題的重要影響，新加坡教育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0）在其公

佈的數學課程中，提出數學解題是數學教學的核心目標，而數學解題則包含五項重要成份：後設

認知（metacognition）、歷程（processes）、概念（concepts）、技巧（skills）、態度（attitudes），由

此可知後設認知在數學解題中的重要性。 
許多以後設認知所進行的教學實驗顯示，透過後設認知策略的訓練，可有效提高解題者的數

學解題能力（Kapa, 2001; Kramarski, 2004; Kramarski & Mevarech, 2003; Pennequin, Sorel, Nanty, & 
Fontaine, 2010）。這些研究結果顯示，不論是一般學生，或低成就的學生，皆可透過後設認知策

略的訓練，達到提升數學解題的能力。 
既然教導學生使用後設認知策略，能提升學生的數學解題能力。如何評估學生現有的後設認

知能力，則成為一項重要研究議題。Sperling、Howard、Miller 與 Murphy（2002）提到兩個迫切需

要測量學生的後設認知之理由：其一是許多以後設認知介入（metacognitive intervention）的教學實

驗顯示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而有效評估學生的後設認知，是規劃適當介入活動的關鍵活

動。其二透過對學生後設認知的測量，可以協助有關自我調整學習（self-regulated learning）的理

論發展。 
在 評 量 學 生 的 後 設 認 知 能 力 時 ， 則 須 思 考 後 設 認 知 能 力 是 屬 於 「 領 域 普 遍 性 」

（domain-generality）或「領域特定性」（domain-specificity）的問題。Veenman 與 Spaans（2005），

以及 Kelemen、Frost 與 Weaver（2000）的研究結果顯示，後設認知能力應屬「領域特定性」。亦

即學生面對不同學科領域，需採用不同的後設認知能力，例如閱讀理解的後設認知能力與數學解

題的後設認知能力是不相同的。因而對後設認知能力之評估，應採「領域特定性」方式，才能更

精準探究特定學科之後設認知能力。 
雖然國內外學術界對後設認知的相關研究，已有三十多年時間，但對後設認知量表的發展，

仍偏向以「領域普遍性」（domain-generality）方式編製量表（Veenman & Spaans, 2005）。且在量表

的效度考驗上，常只採用探索性因素分析（林清山、張景媛，1993；凃金堂，1996；Schraw & Dennison, 
1994; Sperling et al., 2002），而未能進一步採用驗證性因素分析。近年來，隨著結構方程模式

（structural equations modeling, SEM）的快速發展，多位測驗統計學者（Jackson, Gillaspy, & 
Purc-Stephenson, 2009; Noar, 2003）主張探索性因素分析只能作為找尋量表較合適的因素個數，而

驗證性因素分析則能檢驗透過探索性因素分析所獲得的因素結構模式，能否獲得實證資料支持。

故後設認知量表的編製，不應只進行探索性因素分析，應更進一步進行驗證性因素分析，才能獲

得更精準的建構效度考驗。 
基於當前所編製的後設認知量表，在題目內容偏向採領域普遍性，在效度考驗缺乏驗證性因

素分析等缺失。由於不成功的數學解題，常因解題者缺乏後設認知能力，且數學是中小學生較為

害怕的一門學科，故本研究主要以國內中小學生為研究對象，針對特定領域的數學科，編製一份

適用國中小學生的數學後設認知量表，期待能協助中小學數學教師，透過此份量表，可有效評量

中小學生後設認知能力。可根據本後設認知量表的測量結果，考慮對學生進行後設認知策略的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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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本研究將透過探索性因素分析、驗證性因素分析與測量恆等性（measurement invariance）、不

同性別潛在平均數差異考驗、信度考驗等統計方法，來確定數學後設認知量表的適用性。 

二、後設認知量表編製的理論基礎 

（一）後設認知理論內涵 
有關後設認知的理論內涵，多位學者提出不同觀點，但大致可將歸納為兩大面向：認知的知

識（knowledge of cognition）與認知的調整（regulation of cognition）。認知的知識也被稱為後設認

知知識（metacognitive knowledge），認知的調整也被稱為後設認知技能（metacognitive skill）
（Veenman, Van Hout-Wolters, & Afflerbach, 2006）。 

1. 後設認知知識 
Flavell（1987）主張後設認知知識是指個人獲得與認知事物有關的世界知識，包括個人變項

（person variables）、工作變項（task variables）與策略變項（strategy variables）等三種後設認知知

識。 
個人變項的後設認知知識是指個體清楚瞭解個體內、個體間、普遍性等三種知識與信念。以

數學解題為例，清楚自己比較喜歡算代數題目，比較不喜歡算幾何問題，即屬個體內的後設認知

知識；瞭解與班上同學相比較，自己的數學解題能力，算是厲害的，即是個體間的後設認知知識；

知道遇到不會算的數學題目，可搜尋腦海中是否有以前類似解題經驗，即是普遍性的後設認知知

識。 
工作變項的後設認知知識是關於認知作業的性質如何影響認知表現之知識。例如，知道數學

應用問題比數學計算題更不容易得分。 
策略變項的後設認知知識是指有關認知或後設認知策略的策略知識。例如，算幾何證明題時，

知道可透過畫輔助線的策略，來協助順利完成幾何證明。 
個人變項、工作變項與策略變項這三種後設認知知識，具密切的互動性，例如知道自己常容

易計算錯誤（個人變項），一旦遇到較繁雜的計算題目（工作變項），會提醒自己放慢計算的速度

（策略變項），此即為三種後設認知知識的交互作用結果。     
Schraw 與 Dennison（1994）從不同知識類型向度，主張後設認知知識的內涵，包含陳述性知

識（declarative knowledge）、程序性知識（procedural knowledge）、條件性知識（conditional knowledge）

等三種後設認知知識。陳述性知識是個體清楚自己身為一位學習者的知識，以及瞭解何種因素會

影響個人認知表現的知識，例如知道學生的本份，就是上數學課時要專心聽講。程序性知識是指

關於執行程序性技能的知識，例如遇到不會算的數學題目，會先透過找出題目重要訊息的方式，

尋找解題方向。條件性知識是指知道何時與為何運用多種認知行動的知識，例如個體會根據不同

的題目類型選擇不同的解題策略。 
Larkin（2010）綜合比較 Flavell（1987）主張的後設認知知識和 Schraw 與 Dennison（1994）

主張的後設認知知識之異同，Larkin 認為 Schraw 與 Dennison 主張的陳述性知識，類似 Flavell 主

張的個人變項與工作變項的後設認知知識；Schraw 與 Dennison 的程序性知識，類似 Flavell 的策略

變項後設認知知識。至於 Schraw 與 Dennison 的條件性知識，則偏向個體對自己思考的監控與控制

（monitoring and control of our thinking），是比較偏向後設認知技能的部分。 
綜合上述討論，Flavell（1987）和 Schraw 與 Dennison（1994）主張的後設認知知識，兩者相

近的部分是陳述性知識與程序性知識。本研究認同 Larkin（2010）的主張，認為條件性知識比較

偏向後設認知技能的監控。由於本研究認為後設認知技能的「監控」比「條件性知識」更強調「個

體在知道什麼情況下，採取什麼活動」的動作，為避免產生區辨效度的問題，故本研究編製的後

設認知量表，有關後設認知知識只包含陳述性知識與程序性知識兩部分。 
2. 後設認知技能 
Silver（1985）認為在數學解題歷程中，若解題者若缺乏後設認知技能，則容易導致解題的失

敗。例如在計算「全校有 300 位學生參加戶外教學活動，已知每輛遊覽車最多只能載 45 位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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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學校至少應該租幾輛遊覽車？」的數學題目時，當解題者的答案為 6 又 2/3 輛，顯示解題者只

具備數字運算能力，缺乏後設認知技能的監控能力，無法判斷 2/3 輛是不合理的答案，應該至少租

7 輛。 
後設認知技能主要包含計畫（planning）、監控（monitoring）與評估（evaluation）等三種技能

（Leutwyler, 2009; Schraw, Crippen, & Hartley, 2006; Schraw & Moshman, 1995） 
計畫是指個體能選擇合適的策略與合理分配認知資源，例如在開始算數學題目前，解題者懂

得先花一些時間思考如何著手，並懂得進行適當的時間分配。監控是指個體對所從事的認知活動

之覺察歷程，例如上數學課時，學習者會隨時尋問自己是否聽懂老師所講的內容。評估是指對個

體從事認知活動的結果，所進行的評判活動，例如解題者在算出數學題的答案後，會評判自己是

否能答對該題。 
綜合上述可知，學者專家對於後設認知的內涵，大多主張包含後設認知知識與後設認知技能

等部分。後設認知知識比較強調個體對自身認知能力的瞭解、對認知作業類型的掌握，以及對認

知策略的活用，這些後設認知知識是個體透過不斷進行數學解題活動所累積的，它是個體在進行

數學解題活動時，已經事先具備的知識。而後設認知技能比較強調個體從事認知活動當下的所進

行的計畫、監控、修正、評估等行為。個體在進行數學解題活動時，若能伴隨出現計畫、監控、

修正、評估等行為，則越能協助個體獲得成功的解題活動。 
（二）後設認知的測量方式 
數學領域的後設認知之測量，較常採問卷調查（questionnaire）、晤談（interview）、信心評量

（confidence ratings）與放聲思考（think-aloud）等四種方式（Jacobse & Harskamp, 2012）。 
1. 問卷調查法 
問卷調查法是透過事後回溯的技術（retrospective techniques），請受試者根據問卷題目內容，

回憶其在數學學習或數學解題時，採用的後設認知策略。以受試者在問卷得分高低，評估其數學

後設認知能力。此方法的優勢是實施方便，適合大樣本調查；缺點是採事後回溯法，易造成受試

者的回答內容，與其在數學學習或數學解題時，所實際採用的後設認知出現不一致情形。 
2. 晤談法 
晤談法是被訪談者在解題結束後，由訪談者透過結構式問題，與被訪談者進行晤談。主試者

藉由晤談方式，深入瞭解被訪談者在解題活動中，所產生的後設認知行為。訪談者常針對被訪談

者在解題歷程中，有關解題計畫擬定、執行、監控與解題結果評估等歷程，請被訪談者完整說明

當下心理運作歷程，以探討被訪談者當時的後設認知表現。此方法優點是能較深入瞭解被訪談者

後設認知運作情形，缺點為費時，且易造成被訪談者口述內容，超過實際後設認知運作情況。 
3. 信心評量法 
信心評量法是讓受試者先閱讀題目或完成解題工作，在尚未公布正確答案前，先行預測自己

可能答對的題數。再比較受試者預測結果與實際作答結果，計算其預測正確性，由預測正確性來

評估其後設認知能力（Schwartz & Metcalfe, 1992）。此方法優點是可實際測量解題者有關預測與評

估之後設認知能力，缺點是無法瞭解解題者解題歷程中的其他後設認知能力（監控、調整、修正）

的運作情形。 
4. 放聲思考法 
放聲思考法是要求受試者在解決數學題目時，將腦中所有思考運作情形，同步以語言大聲地

口述出來，然後根據受試者的思考內容與歷程，評估其後設認知表現。採用放聲思考法時，通常

會採錄音與錄影器材，錄下受試者的解題情景。將受試者錄下的口述內容，轉譯成書面資料的原

案（protocols），最後根據原案內容，進行後設認知能力的評估。 
此方法優點是能蒐集受試者解題歷程的後設認知運作情形，配合錄影帶的觀察，可獲得較客

觀的分析結果，缺點是口述的同時可能干擾受試者後設認知運作（Rosenzweig, Krawec, & Montague, 
2011）。 

上述四種評量數學領域後設認知的方法，各有其優缺點。若想快速掌握大樣本受試者的後設

認知能力，較適合採用問卷調查法或信心評量法，若想更深入了解受試者的解題歷程，則較適合

採用晤談法或放聲思考法。本研究想編製一份協助快速評估學生在數學領域後設認知能力的量

表，故採用問卷調查法進行後設認知的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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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有後設認知量表的探究 
Schraw 與 Dennison（1994）編製 52 題的「後設認知覺知量表」（Metacognitive Awareness Inventory, 

MAI），是較常被採用的後設認知量表（Muis, Winne, & Jamieson-Noel, 2007）。Schraw 與 Dennison
以 197 位美國大學生，採用 100 公厘的兩極端量尺答題型態（左邊代表題目內容完全符合自己的

情形，右邊代表題目內容完全不符合自己的情形），請受試者根據自己感受，在 100 公厘線上，畫

出適當位置。該量表將後設認知分成後設認知知識與後設認知技能兩部分。後設認知知識包含陳

述性知識、程序性知識、條件性知識等三分量表，後設認知技能包含計畫、訊息處理策略（information 
management strategies）、監控、除錯策略（debugging strategies）與學習評估（evaluation of learning）

等五分量表。透過探索性因素分析，研究後設認知覺知量表到底是兩因素（後設認知知識、後設

認知技能）或八因素（陳述性知識、程序性知識、條件性知識、計畫、訊息處理策略、監控、除

錯策略、學習評估）較符合實證資料，研究結果發現兩因素之因素分析結果較合適，兩因素的 α
係數分別為 .88 與 .91，顯示具有良好信度。 

雖然 Schraw 與 Dennison（1994）研究結果顯示兩因素較合適，但有些題目的因素負荷量過低，

例如第 4、34、40、48 等四題，其最大因素負荷量分別為 .00、.36、.34、.00，皆未超過 Pett、Lackey
與 Sullivan（2003）建議因素負荷量高於 .40 的標準，但卻未刪除這些有問題的題目，因而易造成

聚斂效度的降低，導致「後設認知覺知量表」的建構效度出現問題。並且只進行探索性因素分析，

並未進行驗證性因素分析，無法確定兩因素之因素結構模式，能否獲得實證資料支持。 
Sperling 等人（2002）從 Schraw 與 Dennison（1994）編製適用大學生的「後設認知覺知量表」

（MAI），分別挑選並改寫 12 題與 18 題，以 144 位小學三到五年級學生，接受 A 版本（12 題）「少

年版後設認知覺知量表」（Jr. MAI）；以 200 位小學六到九年級學生，接受 B 版本（18 題）「少年

版後設認知覺知量表」（Jr. MAI）。採用探索性因素分析，透過指定兩因素的因素分析法，A 版本

與 B 版本皆抽取後設認知知識與後設認知技能兩因素，但同樣出現有些題目之因素負荷量過低，

A 版本的第 4、5、8 題等三題，其最大因素負荷量分別為 .26、.29、.39；B 版本的第 2、4 題等兩

題，其最大因素負荷量分別為 .37、.38，同樣皆未超過 Pett、Lackey 與 Sullivan（2003）建議因素

負荷量高於 .40 的標準，但卻未刪除這些有問題的題目，故同樣存在建構效度的問題。 
Panaoura 與 Philippou（2003）以 246 位四至六年級學生，參考 Sperling 等人（2002）的「少

年版後設認知覺知量表」，發展適合國小學生的數學後設認知能力量表（metacognitive ability in 
mathematics）。一開始編製 30 道題目，透過探索性因素分析，獲得九因素共 25 題。進一步透過

驗證性因素分析，最後獲得 8 題「後設認知知識」與 7 題「後設認知調整」兩分量表，另外還有 3
題（A12、A21、A25）同時橫跨後設認知知識與後設認知調整兩因素。總量表共 15 題，其信度考

驗的 alpha 係數為 .83，顯示具良好信度。但因保留橫跨兩因素的 3 題，易造成聚斂效度的降低，

而影響量表的建構效度。 
林清山與張景媛（1993），以 126 位國中生，編製測量國中生的數學後設認知量表，該量表包

含「目標設定」、「自我監控」、「自我評鑑」與「自我修正」四分量表。每分量表各有 8 題，採 Likert
四點量表的答題型態。量表的建構效度是以每分量表試題，單獨進行探索性因素，因素分析結果

顯示各分量表皆獲得一個因素，表示該量表具適切建構效度。量表信度考驗方面，四分量表的 α
係數分別為 .85、.87、.84、.88，顯示具良好信度。林清山、張景媛編製的後設認知量表，只進行

探索性因素分析，因未進一步進行驗證性因素分析，無法確定每分量表的一因素之因素結構模式，

是否能獲實證資料支持。 
凃金堂（1996）直接採用林清山與張景媛（1993）後設認知量表，應用於 438 位國小六年級

學生。在量表的建構效度方面，同樣採單獨分量表之探索性因素分析，研究結果顯示各分量表只

抽取一個因素，顯示該量表具良好建構效度。在量表信度考驗，四各分量表的 α 係數分別

為 .74、.76、.78、.88，顯示具良好信度。凃金堂同樣只進行探索性因素分析，未進行驗證性因素

分析，故同樣無法得知因素結構模式是否獲實證資料支持。 
綜合上述對現有後設認知量表的探討可知，在量表效度考驗方面，有些量表保留因素負荷量

過低的題目、有些量表保留同時橫跨兩因素的題目，如此都會導致量表建構效度的降低。同時，

較多量表只採用探索性因素分析，較少採用驗證性因素分析。根據 Jackson 等人（2009），以及 No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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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等測驗統計學者的主張，量表編製除了進行探索性因素分析，應進一步進行驗證性因素

分析，才能提出更具說服力的建構效度證據。 
另外，男女生在後設認知能力上是否有顯著性差異，一直是許多研究關注的重點（凃金堂，

1996；陳李綢，1992；Leutweiler, 2009; Mok, Fan, & Pang, 2007; Zimmerman & Martinez-Pons, 1990）。

在比較不同群體受試者在某個量表得分的差異情形時，若該量表的因素個數、因素負荷量、因素

共變數等測量結果，不會因不同組別受試者而有所差異，則較能獲得正確的統計結果，此即所謂

測量恆等性。然而許多針對男女生後設認知量表得分的差異性考驗，並未進行測量恆等性的考驗。 
針對現有後設認知量表在效度考驗的限制，本研究決定以領域特定的數學科，編製一份適用

中小學生的數學後設認知量表。在效度考驗方面，先透過專家審題，以確保量表具適切的內容效

度。再透過探索性因素分析，先找出量表的因素結構。進一步透過驗證性因素分析，考驗由探索

性因素分析獲得之因素結構模式，是否獲實證資料支持。再透過測量恆等性考驗，以評估數學後

設認知量表，對不同性別的國中男女生，是否具有相同的因素個數、因素負荷量、因素共變數。

最後則進行不同性別潛在平均數差異性考驗，以探就不同性別的國中男女生，在數學後設認知量

表的潛在平均數是否有顯著性差異。 

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母群以全國五、六、七與八年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本研究分成預試樣本與正式樣本。

預試樣本用以進行項目分析、探索性因素分析與驗證性因素分析；正式樣本進行測量恆等性考驗

與不同性別的分數差異性考驗。 
本研究預試樣本採叢集抽樣方法，從北、中、南、東等四個地區，各抽選 1 所國中（七年級

與八年級各 1 班）與 1 所國小（五年級與六年級各 1 班）。國中每班寄發 35 份問卷，國小每班寄

發 30 份問卷，共寄發 520 份問卷，扣除無效問卷，回收有效問卷為 457 份（國中 250 份、國小 207
份），有效問卷回收率為 87.88%。 

正式樣本同樣採叢集抽樣方法，從北、中、南與東等四個地區，各抽取 2 所國中（每所國中

的七年級與八年級各 1 班）與 2 所國小（每所國小的五年級與六年級各 1 班）。國中每班寄發 32
份問卷，國小每班寄發 28 份問卷，共寄發 960 份問卷，扣除無效問卷，回收有效問卷為 861 份（國

中 432 份、國小 429 份），有效問卷回收率為 89.69%。 
本研究進行抽樣時，除考量不同地區外，也考量學校規模大小，故同時抽取包含大型、中型

與小型學校的學生，讓樣本更具代表性。但針對北、中、南、東四區的抽樣學校數，是採每區域

抽取相同的班級數，而非採分層比例的抽樣方式，如此可能產生推論上的限制。 
後設認知量表同時採用探索性因素分析與驗證性因素分析，以評估量表的建構。本研究根據

Clark 與 Watson（1995）建議探索性因素分析人數介於 100 至 200 人即可，以及 Schumacker 與 Lomax
（1996）研究發現多數進行結構方程模式人數是介於 250 至 500 人，故本研究將預試樣本 457 位

受試者，透過 SPSS 的隨機取樣程序，隨機選取 200 位受試者進行探索性因素分析，257 位受試者

進行驗證性因素分析。將正式樣本 861 份，進行測量恆等性考驗與不同性別的分數差異性考驗。 

二、量表編製歷程 

「後設認知量表」的編製，首先依據後設認知理論之相關文獻，並參考 Schraw 與 Dennison
（1994），以及 Sperling 等人（2002）所編製的「後設認知覺知量表」，由於本研究認同 Larkin（2010）

主張後設認知知識中的「條件性知識」，較偏屬於後設認知技能的監控與控制，且本研究認為「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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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分層面比「條件性知識」分層面，更強調「個體在知道什麼情況下，採取什麼活動」的動作，

為避免產生區辨效度的問題，故未採用「條件性知識」分層面。本研究的後設認知量表包含後設

認知知識與後設認知技能等兩部分，其中後設認知知識包含「陳述性知識」與「程序性知識」兩

個分量表，後設認知技能包含「計畫」、「監控」與「評估」等三個分量表，故本研究將後設認知

量表的分層面，設定為「陳述性知識」、「程序性知識」、「計畫」、「監控」、「評估」等五個分量表。 
「陳述性知識」指受試者瞭解自己的技能、認知資源和能力之後設認知知識，例如第 7 題「遇

到困難的數學題目時，我會花較多時間去了解題意」。「程序性知識」指受試者懂得如何逐步執行

策略或步驟之後設認知知識，例如第 10 題「遇到不會解的數學題目，我會先找出題目的重要訊息」。

「計畫」指受試者懂得在學習歷程或解題歷程前，進行目標設定、規劃學習或解題步驟。例如第

20 題「學習新的數學單元時，我會設定學習目標」。「監控」指受試者懂得在學習歷程或解題歷程

中，檢視自己對策略使用、計畫執行，是否有錯誤之處，例如第 26 題「準備數學考試時，我會隨

時檢視自己的複習進度」。「評估」指受試者懂得在學習歷程或解題歷程後，評判自己學習效果或

解題效果，是否有需要修正或調整的地方。例如第 29 題「解出數學題目的答案後，我會進行驗算

以確定答案是否正確」。 
後設認知量表每個分量表各編寫 8 題，總量表共 40 題。本量表採李克特 5 點量表計分方式，

從非常同意（5 分）、同意（4 分）、不確定（3 分）、不同意（2 分）、非常不同意（1 分），受試者

得分數愈高，表示其後設認知能力越強。 
初擬試題完成後，聘請 8 位學者專家，針對題目內容適切性（適切、不適切或需修改），進行

初擬試題之審題，以檢定本量表的內容效度。本研究採 Lester 與 Bishop（2000）建議，保留 80%
以上專家勾選屬於「適合」的題目，結果刪除 5 題，保留 35 題進行預試。 

預試與正式樣本的施測，委請施測班級導師協助，為避免不同施測程序影響量表的心理計量

特質，請協助施測的班級導師，先進行施測指導語說明，才讓受試者開始答題。 

三、資料分析軟體 

本研究採用 SPSS 21.0，作為進行項目分析、探索性因素分析、信度分析的統計軟體，以 AMOS 
21.0 進行驗證性因素分析、測量恆等性與潛在平均數差異分析考驗。 

研究結果 

一、探索性因素分析 

探索性因素分析進行前，為確保題目品質不致影響因素分析結果，先進行項目分析，先將品

質不佳的題目刪除後，才進行探索性因素分析。 
（一）項目分析 
本研究「後設認知量表」的項目分析評判指標，主要以「決斷值」與「校正後題目與總分相

關」這兩項（凃金堂，2012；Spector, 1992）。若這兩項指標皆屬不良指標，即刪除該題。 
1. 決斷值的評判依據 
以量表總分最高前 27％為高分組，量表總分最低後 27％為低分組，進行每道題目獨立樣本 t

考驗，若高低分組平均數之差異，顯著性 p 值未小於 .05，則為不良指標。 
2. 校正後題目與總分的相關的評判依據 
若每題的校正後題目與總分相關係數低於 .30，則為不良指標。 
預試的 35 題「後設認知量表」，經項目分析後，所有題目在「決斷值」與「校正後題目與總

分相關」這兩項指標，皆沒有任何題目出現不良指標，故保留 35 題進行探索性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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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索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編製的「後設認知量表」主張「陳述性知識」、「程序性知識」、「計畫」、「監控」、「評

估」等五個分量表是彼此具關聯性，故進行探索性因素分析時，採「主軸因子」（principal axis factor）
的共同因素萃取法，配合「直接斜交」的斜交轉軸（oblique rotation）方式。 

在因素個數決定方法上，則綜合 Kaiser 特徵值大於 1、Cattell 的陡坡圖（scree plot）、Horn（1965）

平行分析法（parallel analysis），以及後設認知量表的分量表個數，決定最後的因素個數。 
「後設認知量表」探索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KMO 為 .93，且 Bartlett 檢定統計值 3553.11，

顯著性 p 值小於 .05，顯示取樣適當，適合進行因素分析。 
在決定因素個數方面，因有 5 個特徵值大於 1，若採用 Kaiser 特徵值大於 1 的標準，則保留 5

個因素；而透過陡坡圖的判斷是 3 個因素較合適；若根據 O’Connor（2000）提供的平行分析法之

SPSS 語法，平行分析法統計結果如表 1。由表 1 可知，有 2 個因素分析的實際特徵值，大於模擬

特徵值，顯示平行分析法應萃取 2 個因素較合適；而由於本量表包含 5 個分量表，故選取 5 個因

素較為合適。故綜合上述特徵值大於 1、陡坡圖、平行分析法，以及分量表個數，本研究最後決定

分別選取 5 個、3 個、2 個因素。再根據這三種因素分析結果，決定較合適的因素個數。 

表 1  平行分析法的因素個數決定 
特徵值 
序號 

真實資料 
的特徵值 

O’Connor（2000） 
模擬的特徵值 

因素保留 
結果 

1 13.64 1.95 保留 
2 02.76 1.82 保留 
3 01.56 1.73 不保留 
4 01.26 1.65 不保留 
5 01.13 1.58 不保留 

 
採萃取 5 個因素的統計結果顯示，第 4 個因素只有 2 題，第 5 個因素只有 1 題，由於 1 道題

目無法計算分量表的信度，故 5 個因素的統計結果並不適切。而採用 3 個因素的統計結果顯示，「陳

述性知識」與「程序性知識」兩分量表題目聚集成同一因素，「計畫」與「監控」兩分量表題目也

聚集成同一因素，而「評估」則單獨自成一因素。若採 2 個因素的統計結果顯示，「陳述性知識」

與「程序性知識」兩分量表題目聚集在同一因素，而「計畫」、「監控」與「評估」三分量表題目

也聚集成同一因素。 
由於選取 3 個因素與選取 2 個因素的因素分析結果，皆能符合後設認知的理論架構，但因 3

個因素能更細分認知監控與評估的部分，故本研究決定採用 3 個因素之因素結構。將「陳述性知

識」與「程序性知識」兩分量表合併改稱「後設認知知識」分量表，「計畫」與「監控」兩分量表

合併改稱「計畫與監控」分量表，而「評估」分量表維持原有名稱。 
確定 3 因素個數後，採主軸因子萃取法配合直接斜交轉軸法，經過多次因素分析後，將因素

負荷量小於 .40（Pett, Lackey, & Sullivan, 2003; Stevens, 2002）、出現同時橫跨兩個以上因素、不符

合原有因素向度的題目刪除。結果刪除 22 題，保留 13 題，如表 2 所示。 
由表 2 可知，因素一屬於「後設認知知識」分量表，特徵值 5.96，可解釋變異量為 45.82%，

包含第 7、8、9、10、11 等 5 題；因素二屬「計畫與監控」分量表，特徵值 1.77，可解釋變異量

為 13.58%，包含第 18、19、20、21、26 等 5 題；因素三屬「評估」分量表，特徵值為 0.98，可解

釋變異量為 7.53%，包含第 29、30、34 等 3 題。而三個因素總解釋變異量為 66.93%，顯示後設認

知量表的「後設認知知識」、「計畫與監控」與「評估」等三因素，可以適切解釋後設認知量表 13
題之變異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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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後設認知量表探索性因素分析之統計結果（N = 200） 

題目 
後設認知知識

樣式係數 
（結構係數）

計畫與監控 
樣式係數 

（結構係數） 

評估 
樣式係數 

（結構係數）

7. 遇到困難的數學題目時，我會花較多時間去了解題意。 -.63（.71） -.01（.36） .15（.51） 
8. 解數學題目時，我會先確定是否了解題目的意思。 -.73（.72） -.03（.32） .01（.43） 
9. 不了解數學題目的意思時，我會多讀幾遍來了解題意。 -.72（.76） .13（.44） -.04（.45） 
10. 遇到不會解的數學題目，我會先找出題目的重要訊息。 -.71（.80） -.01（.40） .17（.58） 
11. 解數學題目時，我會確定了解題意後，才開始進行解題

的動作。 -.82（.79） -.01（.35） -.05（.43） 

18. 準備數學考試時，我會先擬定複習計畫。 -.08（.44） .82（.84） -.04（.44） 
19. 我會規劃寫數學作業的時間。 -.05（.32） .72（.73） .07（.42） 
20. 學習新的數學單元時，我會設定學習目標。 -.04（.39） .82（.82） -.04（.41） 
21. 解數學問題時，我會整合與解題相關的訊息，以規劃解

題方向。 -.40（.61） .47（.64） -.01（.46） 

26.準備數學考試時，我會隨時檢視自己的複習進度。 -.03（.37） .72（.77） .12（.48） 
29. 解出數學題目的答案後，我會進行驗算以確定答案是否

正確。 -.26（.58） -.07（.36） .61（.72） 

30. 解數學題目後，我會再想想是否有更簡單的解題方法。 -.01（.39） .04（.37） .61（.64） 
34. 解數學題目後，我會思考在解題歷程中運用了那些數學

知識。 -.03（.38） .28（.51） .48（.61） 

未轉軸的特徵值 5.96 1.77 0.98 
未轉軸的解釋變異量 45.82% 13.58% 07.53% 
轉軸平方和負荷量 4.46 4.15 3.44 

註：採用主軸因子法配合直接斜交轉軸法，粗體的數據代表樣式係數或結構係數高於 .40。 
 

（三）信度分析 
將探索性因素分析獲得的 13 題，進行 Crobach’s α 係數考驗，以判斷量表題目一致性情形。研

究結果顯示，後設認知總量表 α 係數 .90，「後設認知知識」、「計畫與監控」與「評估」等三分量

表的 α 係數，分別為 .87、.87、.69，除了「評估」分量表因題數少，而影響其 α 係數未符合 Nunnally
與 Bernstein（1994）建議應高於 .70 的標準，但仍接近 .70 的標準，其它兩分量表的 α 係數皆符

合 Nunnally 與 Bernstein 的建議標準，顯示後設認知總量表與各分量表，具良好信度。 

二、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以預試第二部分的 257 位樣本，根據探索性因素分析獲得的 13 題三個相關因素之因素

結構，進行驗證性因素分析。遺漏值處理方式，採統計軟體 SPSS 21.0 的「序列平均數」遺漏值置

換方式處理。 
首先，在常態分配檢定方面，Kline（2005）建議若偏態指數（skew）絕對值小於 3，峰度指

數（kurtosis）絕對值小於 8，則沒有嚴重的常態分配問題。本研究後設認知量表 13 題之偏態指數

介於 -1.13 至 -0.10，峰度指數介於 -0.58 至 1.70，顯示這 13 題並未違反常態分配基本假定。 
其次，在因素結構模式之適配性方面，Bagozzi 與 Yi（1988）建議評估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式之

適切性，應同時考量初步適配（preliminary fit criteria）、整體模式適配（overall model fit）、模式內

在結構適配（fit of internal structural of model）等三個部分。 
1. 初步適配情形 
統計結果顯示所有變異數皆顯著不為 0，且沒有任何負値的變異數；因素負荷量介於 .67 至 .81

之間，所有題目之因素負荷量皆高於 .50，且沒有任何因素負荷量高於 .95 之情況（Bagozzi & Yi, 
1988）；也沒有高過 1 的積差相關係數，顯示初步適配情形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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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整體適配情形 
在模式整體適配部分，根據 Jackson 等人（2009）研究結果發現，驗證性因素分析整體模式適

配性評判指標，以 χ2 卡方考驗（含卡方值與 p 值）、CFI、RMSEA、TLI 與 GFI 等五項，是最常被

採用的評判指標。故本研究以這五項適配度指標，以評判模式整體適配情形。驗證性因素分析統

計結果顯示，χ2 = 127.303，p < .001、CFI = .960、RMSEA = .06、TLI = .949、GFI = .932。由五項

整體適配度指標顯示，χ2 與 RMSEA 這兩項指標屬不良適配情形，而 CFI、TLI 與 GFI 等三項指標

皆屬良好適配，故就模式整體適配情形而言，13 題後設認知量表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式尚屬良好適

配。 
由於整體模式適配未達良好適配情形，乃透過 AMOS 提供之修正指標（modification indices）：

若刪除第 a21 題能降低卡方考驗的數值，再配合考量後設認知的理論文獻，最後決定刪除第 a21
題，最後變成 12 題三個相關因素模式。這 12 題之積差相關係數矩陣，如表 3 所示。由表 3 可知，

12 題彼此兩兩之積差相關係數介於 .30 至 .65 之間，顯示所有題目皆具中度正相關。 

表 3  後設認知量表 12 題之積差相關係數矩陣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a7 －                 
2. a8 .51*** －               
3. a9 .61*** .62*** －             

4. a10 .58*** .48*** .58*** －            
5. a11 .49*** .58*** .60*** .56*** －           
6. a18 .41*** .33*** .37*** .38*** .40*** －          
7. a19 .34*** .34*** .32*** .30*** .43*** .60*** －         
8. a20 .44*** .37*** .38*** .40*** .42*** .57*** .59*** －        
9. a26 .40*** .40*** .43*** .34*** .42*** .64*** .65*** .55*** －       

10. a29 .40*** .34*** .43*** .37*** .41*** .37*** .41*** .53*** .51*** －     
11. a30 .39*** .39*** .38*** .33*** .40*** .45*** .36*** .42*** .46*** .43*** －   
12. a34 .39*** .39*** .39*** .38*** .38*** .40*** .45*** .48*** .46*** .51*** .52*** － 
平均數 3.92 3.98 3.98 3.90 3.92 3.19 3.14 3.13 3.40 3.47 3.46 3.47 
標準差 0.95 0.85 0.95 0.94 0.97 1.12 1.11 1.07 1.10 1.09 1.15 1.11 
 
本研究編製的後設認知量表所進行的驗證性因素分析，最後獲得 12 題三個相關因素之因素結

構模式圖，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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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2 題後設認知量表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 

12 題後設認知量表之五項整體適配度摘要結果，如表 4 所示。由表 4 可知，除易受到樣本人

數影響的 χ2 這項指標屬不良適配情形（余民寧，2006），其它 CFI、RMSEA、TLI 與 GFI 等四項指

標皆屬良好適配，故就整體適配情形而言，12 題後設認知量表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式屬於良好適配。 

表 4  12 題後設認知量表驗證性因素分析的模式整體適配指標之適配情形 
模式 χ2（p） CFI RMSEA TLI GFI 

三個相關因素模式 79.306（p = .007） > .980 > .047 > .975 > .953 
評判標準 p > .05 > .90 < .05 > .90 > .90 

註：評判標準採用余民寧（2006）所提的建議判斷標準 
 
3. 模式內在結構適配情形 
就模式內在結構適配情形方面，Hair、Black、Babin 與 Anderson（2010）主張可分別透過題

目信度（item reliability）、平均變異數抽取量（average of variance extracted）與組合信度（composite 
reliability）等三項指標判斷。Hair 等人建議題目信度至少要高於 .25、平均變異數抽取量高於 .50、

組合信度高於 .70，即符合模式內在結構適配的適切標準。 
後設認知量表 12 題三個相關因素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式之題目信度、組合信度與平均變異數抽

取量等三項指標的統計結果，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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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後設認知量表 12 題之題目信度、組合信度與平均變異數抽取量摘要表 
因素 題目 因素負荷量 題目信度 組合信度 平均變異數抽取量 

後設認 
知知識 

7 0.73  0.54  .87 .56 
8 0.73  0.53    
9 0.81  0.66    
10 0.73  0.53    

 
計畫與 
監控 

11 0.75  0.56  .86 .60 
18 0.77  0.59    
19 0.78  0.60    
20 0.74  0.55    

 
評估 

26 0.81  0.66  .74 .49 
29 0.73  0.48    
30 0.68  0.46    

 
由表 5 可知，根據 Hair 等人（2010）建議標準，後設認知量表的 12 題信度，皆符合題目信度

高於 .25 的標準。後設認知量表三分量表（「後設認知知識」、「計畫與監控」、「評估」），其組合信

度皆高於 .70 標準。而平均變異數抽取量方面，除「評估」分量表為 .49 接近 .50 的標準，其它

兩分量表之平均變異數抽取量皆高於 .50，故顯示 12 題三個相關因素之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式具良

好內在結構適配情形。 
在後設認知量表的區辨效度考驗方面，除「評估」分量表之平均變異抽取量未高於「後設認

知知識」與「評估」兩者積差相關係數之平方，以及「計畫與監控」與「評估」之平均變異抽取

量未高於兩者積差相關係數之平方外，其它分量表的平均變異抽取量，皆高於兩分量表的積差相

關係數平方，顯示本量表具有尚佳的區辨效度。 
綜合上述初步適配、整體適配與內在結構適配等三項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式適配性的評估，可

知 12 題三個相關因素的後設認知量表，其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式獲得實證資料支持。 

三、複核效度考驗分析統計結果 

經過以 257 位預試樣本所建構的後設認知量表 12 題三個相關因素的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式，接

續便根據此模式，以 861 位正式樣本進行複核效度考驗，以考驗 12 題的後設認知量表因素模式是

否適用於不同的樣本。 
進行複核效度考驗時，應先確認預試樣本與正式樣本因素結構模式是否獲實證資料支持。表 6

為預試樣本、正式樣本後設認知量表驗證性因素分析整體適配指標，除 χ2 屬不良適配，其他 CFI、
RMSEA、TLI 與 GFI 等四項皆屬良好適配，顯示不論是預試樣本或正式樣本，後設認知量表皆具

良好適配。 

表 6  12 題後設認知量表驗證性因素分析整體適配指標摘要表 
樣本類型 樣本數 χ2（p） CFI RMSEA TLI GFI 
預試樣本 257 79.306（.007） > .980 > .047 > .975 > .953 
正式樣本 861 163.210（< .001） > .978 > .051 > .971 > .970 
評判標準  p > .05 > .90 < .05 > .90 > .90 

註：評判標準採余民寧（2006）所提建議標準 
 

由於後設認知量表的三個相關因素之因素結構，不論是對預試樣本或正式樣本受試者，皆顯

示具適配情形。接續進行複核效度考驗，統計結果如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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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12 題後設認知量表之複核效度的模式比較結果（N = 1,118） 
 

模式類型 
 

模式比較
χ2

（p） 
 

df 
 

CFI
 

∆χ2 
 

∆df  
 
p 

 
∆CFI 

模式 A（相同型態模式） 
（沒有設定任何參數相等） － 242.581 

（< .001）
102 .978 － － － － 

模式 B（測量模式） 
（設定因素負荷量相等） B 比 A 250.547 

（< .001）
111 .979 7.966 9 .538  .001 

模式 C（結構模式） 
（設定因素負荷量相等， 
因素間的共變數相等） 

C 比 B 255.274 
（< .001）

117 .979 4.727 6 .579 <.001 

註：∆χ2 表兩個模式的卡方值之差；∆df 表兩個模式的自由度之差；∆CFI 表兩個模式的 CFI 之差 
 
由表 7 可知，測量模式與相同型態模式相比較，兩者的卡方值相差 7.966，自由度相差 9，顯

著性為 .538；而兩者的 CFI 相差 .001，小於 Cheung 與 Rensvold（2002）建議低於 .01 差異標準，

顯示測量模式獲得實證資料支持，亦即預試樣本與正式樣本具有相同的因素負荷量。 
結構模式與測量模式相比較，兩者的卡方值相差 4.727，自由度相差 6，顯著性為 .579，由於

卡方考驗的顯著性低於 .05，顯示結構模式未獲得實證資料支持。但由兩者 CFI 相差小於 .001，

小於 Cheung 與 Rensvold（2002）建議低於 .01 差異標準，顯示結構模式獲得實證資料支持。由於

卡方考驗容易受到樣本人數的影響，而本研究屬於大樣本，採用∆CFI 指標會較合適，故本研究的

結構模式獲得實證支持。 
由上述複核效度考驗結果可知，不論預試樣本與正式樣本，後設認知量表皆能獲得相同的三

個因素，並且每個因素與每道題目的因素負荷量皆相同，且因素之間具有相同的共變數。綜合上

述的討論，可知 12 題三個相關因素之後設認知量表，具有良好且穩定的因素結構。 

四、測量恆等性分析 

同一份量表對不同群體受試者，是否出現不同的測量模式，是量表編製很重要的檢驗步驟，

即所謂測量恆等性考驗（measurement equivalence），也稱為測量不變性（measurement invariance）。

早期對量表測量恆等性考驗，較常採探索性因素分析，比較不同組別受試者的因素負荷量是否相

似。近年來，隨著 SEM 統計分析技術的快速發展，較偏向採多組別驗證性因素分析（multiple-group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的考驗模式，探討不同組別受試者，在因素結構模式中的因素個數、

因素負荷量、迴歸分析截距、因素變異數、因素共變數、殘差變異數等是否相同（Nimon & Reio, 
2011）。 

以多組別驗證性因素分析進行測量恆等性考驗時，較常採「相同型態恆等性」（configural 
invariance）、「量尺恆等性」（metric invariance）與「純數恆等性」（scalar invariance）等三種考驗

方式（Gregorich, 2006; Schmitt & Kuljanin, 2008）。另外，「因素的共變數恆等性」（invariance of factor 
covariances），也是較常被進行的測量恆等性考驗（Steinmetz, Schmidt, Tina-Booh, Wieczorek, & 
Schwartz, 2009）。故本研究即針對不同性別的受試者，進行上述四種測量恆等性之考驗。 

「相同型態恆等性」考驗是探究不同組別受試者在同一份量表上，其每個因素所具有的題數

是否相同。由於此種考驗只關注每個因素的題數是否相同，並未指定不同組別對應的估計參數（例

如因素負荷量）相同，故常被用來作為基準模式（baseline model），用以判斷其他考驗方法是否獲

得支持的參照架構。 
「量尺恆等性」考驗也被稱為「弱因素恆等性」（weak factor invariance），主要是探究不同組

別受試者在同一份量表上，每個因素所對應的題目之因素負荷量是否相同。假若每個因素對不同

組別受試者具相同意義，則因素與題目之間應具相同的因素負荷量。 
「純數恆等性」考驗也被稱為「強因素恆等性」（strong factor invariance），主要是探究不同組

別受試者在同一份量表上，每個因素所對應的題目之迴歸分析截距是否相同。假若不同組別由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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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因素預測題目的迴歸分析截距相同，則表示具相同潛在分數的不同組別受試者，其題目得分也

會相同。 
「因素的共變數恆等性」考驗主要是探究不同組別受試者在同一份量表上，其各個因素之間

的共變數是否相同。假若不同組別的受試者具有相同的因素共變數恆等性，則顯示不同組別的受

試者，在各因素之間具有相同的關聯性。 
檢驗上述四種測量恆等性是否獲得支持的方法，較常採用兩模式的卡方考驗值之差異（∆χ2），

配合兩模式的自由度之差異（∆df），若顯著性 p 值高於 .05，則顯示測量恆等性獲得實證資料支持。

但 Cheung 與 Rensvold（2002）研究結果顯示，採用兩模式的卡方考驗值差異方法，因卡方考驗易

受樣本人數影響，故容易影響此種方法的準確性。Cheung 與 Rensvold 建議採用兩模式的 CFI 值之

差異（∆CFI），若兩模式的∆CFI 小於 .01，則顯示測量恆等性獲得支持。 
本研究編製的後設認知量表，以國中小男女生為適用對象，故將針對男女生，進行「相同型

態」、「量尺」、「純數」與「因素的共變數恆等性」等四種測量恆等性考驗，以瞭解「後設認知量

表」對不同性別的學生是否具測量恆等性。 
進行測量恆等性考驗時，應先確認不同樣本之因素結構模式是否獲得實證資料支持。表 8 為

所有受試者與不同男女生的後設認知量表驗證性因素分析整體適配指標，由表 6 可知，除 χ2 這項

指標屬於不良適配情形，其他 CFI、RMSEA、TLI 與 GFI 等四項指標皆屬良好適配，顯示後設認

知量表的三個相關因素之因素結構，不論是對全體受試者或男女生組別學生，皆顯示具適配情形。 

表 8  12 題後設認知量表驗證性因素分析整體適配指標之適配情形 
樣本類型 樣本數 χ2（p） CFI RMSEA TLI GFI 

所有受試者 861 163.210（< .001） > .978 > .051 > .971 > .970 
男生 431 148.677（< .001） > .959 > .067 > .947 > .948 
女生 430 184.266（< .001） > .988 > .039 > .985 > .969 

評判標準  p > .05 > .90 < .05 > .90 > .90 
註：評判標準採用余民寧（2006）所提的建議判斷標準 
 

由於表 8 不同性別受試者在後設認知量表上，具相同因素結構個數，故接續以「性別」進行

測量恆等性考驗，考驗結果如表 9 所示。由表 9 可知，「量尺恆等性」與「相同型態恆等性」兩模

式相比較，兩者的卡方值相差 19.938，自由度相差 9，顯著性 p = .018，由於卡方考驗顯著性 p 值

低於 .05，顯示「量尺恆等性」未獲得實證資料支持。但兩者的 CFI 相差 .002，小於 Cheung 與

Rensvold（2002）建議低於 .01 差異標準，則顯示「量尺恆等性」獲得實證資料支持。由於卡方考

驗容易受到樣本人數的影響，而本研究屬於大樣本，採用∆CFI 指標會較合適，故本研究進行不同

性別的「量尺恆等性」獲得實證支持。 
針對「純數恆等性」與「量尺恆等性」兩模式相比較，兩者卡方值相差 39.406，自由度相差

12，顯著性 p < .001，顯示「純數恆等性」未獲實證資料支持。但兩者的 CFI 相差 .006，小於 Cheung
與 Rensvold（2002）建議低於 .01 差異標準，則顯示「純數恆等性」獲實證資料支持。由於卡方

考驗容易受到樣本人數的影響，而本研究屬於大樣本，採用∆CFI 指標會較合適，故本研究進行不

同性別的「純數恆等性」獲得實證支持。 
針對「因素的共變數恆等性」與「純數恆等性」兩模式相比較，兩者卡方值相差 7.997，自由

度相差 6，顯著性 p = .238，顯示「因素的共變數恆等性」獲實證資料支持。而兩者的 CFI 相差小

於 .001，小於 Cheung 與 Rensvold（2002）建議低於 .01 差異標準，同樣顯示「因素的共變數恆

等性」獲實證資料支持，故本研究進行不同性別的「因素的共變數恆等性」獲得實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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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不同性別受試者在後設認知量表之恆等性考驗結果 
 

模式   
 

模式比較 
χ2   

（p） 
 

df 
 

CFI
 

∆χ2 
 

∆df
 
p 

 
∆CFI 

1.相同型態恆等性 
 

- 232.943 
（< .001）

102 .975 － － － － 

2.量尺恆等性 
 

2 比 1 252.881 
（< .001）

111 .973 19.938 9 .018 > .002 

3.純數恆等性 
 

3 比 2 292.287 
（< .001）

123 .967 39.406 12 .000 > .006 

4.因素的共變數恆等性 4 比 3 300.284 
（< .001）

129 .967  7.997 6 .238 < .001 

 
由於本研究的「量尺恆等性」、「純數恆等性」與「因素的共變數恆等性」皆獲實證資料支持，

顯示後設認知量表對不同性別的男女生，不僅同樣具有三個因素個數，且每個共同因素所對應的

題目之因素負荷量皆相同，且每個共同因素所對應的題目之迴歸分析截距也是相同的，且每個因

素的共變數也相同，代表後設認知量表適用於評量不同性別的男女生。 

五、不同性別之潛在平均數差異分析 

進行不同組別之潛在變項平均數差異考驗前，得先確定不同組別受試者在該變項具有「相同

型態」、「量尺」與「純數」等三種測量恆等性（Sass, 2011）。根據前面對不同性別在後設認知量表

三個因素的測量恆等性考驗，顯示具有「相同型態」、「量尺」與「純數」等三種測量恆等性，故

接續進行不同性別在後設認知量表三個分量表的潛在分數之差異分析。男女生潛在平均數的差異

考驗統計結果，χ2 = 290.057，p < .001、CFI = .967、RMSEA = .041、TLI = .964，顯示具有良好的

整體適配情形。男女生在後設認知三個分量表的潛在平均數差異摘要表，如表 10 所示。由表 10
可知，男女生在「後設認知知識」、「計畫與監控」、「評估」等三個分量表的潛在平均數皆未有顯

著性差異。 

表 10  不同性別國中生在後設認知三個量表潛在平均數差異性考驗摘要表 
 

潛在變項 
男生潛在平均數 M 

（n = 431） 
女生潛在平均數 M 

（n = 430） 
 
p 

後設認知知識 0.00 -0.01 .89 
計畫與監控 0.00 -0.06 .44 

評估 0.00 -0.03 .65 
註：以男生為參照組，故男生的潛在平均數設定為 0 

六、信度分析 

經過探索性因素分析與驗證性因素分析後，確定後設認知量表的三個相關因素之因素結構具

良好建構效度後，接續進行 α 係數考驗，以評判後設認知量表的信度。將正式施測 861 位受試者

填答資料，進行信度分析，統計結果如表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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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後設認知量表正式施測 Cronbach 的 α係數考驗結果（N = 861） 

分量表與總量表 題號（題數） α 係數 95% CI 
LL UL 

後設認知知識分量表  1-5 （ 5 題） .87 .86 .89 
計畫與監控分量表  6-9 （ 4 題） .87 .85 .88 
評估分量表 10-12（ 3 題） .72 .69 .75 
後設認知總量表  1-12（12 題） .90 .89 .91 

 
由表 11 可以看出正式施測樣本的信度分析結果，不論總量表或各分量表的 α 係數，皆高於

Nunnally 與 Bernstein（1994）建議的 .70，顯示後設認知量表具有良好信度。 

結論與建議 

一、結論 

（一）後設認知量表的因素結構 
當前學者專家對後設認知內涵的見解，大多主張後設認知包含後設認知知識與後設認知技能

兩部分的內涵。對後設認知知識的內涵，Flavell（1987）主張可細分成個人變項、工作變項、策略

變項等三項，而 Schraw 與 Dennison（1994）則主張包含陳述性知識、程序性知識、條件性知識等

三種。至於後設認知技能的內涵，則大多數學者主張包含計畫、監控、評估等三類。本研究採用

Larkin（2010）主張，認為後設認知知識的條件性知識，較偏屬於後設認知技能的監控與控制，而

「監控」分層面比「條件性知識」分層面，更能展現後設監控的部分，故本研究所編製的「後設

認知量表」，未納入「條件性知識」分層表，而包含「陳述性知識」、「程序性知識」、「計畫」、「監

控」、「評估」等五個分量表。 
現有的後設認知量表（Panaoura & Philippou, 2003; Schraw & Dennison, 1994; Sperling et al., 

2002），常出現有些題目同時橫跨兩個因素，如此容易產生降低聚斂效度的問題（Hair et al., 2010）。

未避免如此的情況產生，本研究所進行的探索性因素分析，將橫跨兩個因素的題目刪除。本研究

透過主軸因子配合直接斜交轉軸的探索性因素，萃取出「後設認知知識」、「計畫與監控」、「評估」

等三個因素，共 13 道題目。其中，「陳述性知識」與「程序性知識」兩分量表合併為「後設認知

知識」一個因素，而「計畫」與「監控」兩分量表合併為「計畫與監控」一個因素。此統計結果，

和 Schraw 與 Dennison（1994）將陳述性知識、程序性知識、條件性知識等三個分量表，合併為後

設認知知識，而將計畫、訊息處理策略、監控、除錯策略、學習評估等五個分量，合併成後設認

知技能的統計結果相似。 
除了透過探索性因素分析外，本研究更進一步採用驗證性因素分析，以檢證由探索性因素分

析所獲得的因素結構，是否能獲得其它樣本資料的支持。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整體適配指標：χ2 
= 79.306，p = .007；CFI = .980；RMSEA = .047；TLI = .975；GFI = .953，顯示 12 題三個相關因素

的因素結構，獲得實證資料的支持，顯示本研究編製後設認知量表具有適切的建構效度。 
雖然大多數學者專家認同後認知理論的後設認知知識與後設認知技能兩種內涵，皆可再細分

成幾項（例如後設認知知識又細分成陳述性知識、程序性知識、條件性知識；後設認知技能又細

分成計畫、監控、評估等三項）。但根據這些細項所編製的後設認知量表（例如六個分量表），在

透過探索性或驗證性因素分析後，卻常無法獲得相對應的因素個數（六個因素），而是較常獲得後

設認知知識與後設認知技能兩個因素（Panaoura & Philippou, 2003; Schraw & Dennison, 1994; 
Sperling et al., 2002）。此結果值得再進一步探究，何以根據理論所細分的六個分量表，透過因素分

析統計方法，卻常只獲得兩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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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設認知量表的信度考驗 
本研究的後設認知量表，分別針對預試樣本與正式樣本，進行 Cronbach 的 α 係數考驗。「後

設認知知識」、「計畫與監控」、「評估」等三分量表，在 200 位預試樣本的 α 係數，分別

是 .87、 .87、 .69；在 861 位正式樣本的 α 係數，分別為 .87、87、與 .72。由本研究預試樣本與

正式樣本的信度考驗結果可知，本研究編製的後設認知量表具良好信度。此結果和林清山與張景

媛（1993）、凃金堂（1996）、Schraw 與 Dennison（1994）、Panaoura 與 Philippou（2003）等人的

研究結果相似，都顯示現有後設認知量表的 α 係數，大多符合 Nunnally 與 Bernstein（1994）建議

信度應高於 .70 的標準。 
（三）後設認知量表的測量恆等性 
一份量表的編製，常假定同時適用不同群體（例如男女生），但不同群體在該量表的因素結構

是否相同，則須藉由測量恆等性考驗，才能加以確認。故測量恆等性的考驗，是目前量表編製者

常需檢定的重要統計方法（Gregorich, 2006; Schmitt & Kuljanin, 2008），然而現成的後設認知量表，

則大多缺乏此項考驗。 
本研究針對不同中小學男女生，採用多組別驗證性因素分析，以檢視不同群體的因素結構是

否相同。針對不同性別的測量恆等性考驗，研究結果顯示，在「量尺恆等性」、「純數恆等性」與

「因素的共變數恆等性」這三項考驗，皆具有測量恆等性，顯示男女生在後設認知量表上的得分，

具有相同的因素個數、相同的因素負荷量、相同的題目平均數，以及相同的因素共變數，顯示本

研究編製的後設認知量表，對中小學的男女生，具有同樣的測量結果。 
（四）男女生後設認知發展情形 
本研究針對中小學男女生的後設認知發展情形，進行潛在平均數差異考驗。統計結果顯示，

男女生在後設認知量表三個分量表的潛在分數沒有顯著性差異。此結果與陳李綢（1992）的研究

結果相似，陳李綢以 200 名國小五年級男女生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發現男女生在後設認知能力

的三個分量表（自我預測、自我評估、解題能力）上，皆無顯著性差異。但與 Leutwyler（2009）、

O’Neil 與 Brown（1998）、凃金堂（1996）等人的研究結果相異，本研究認為男女生後設認知的

差異考驗，可能因不同研究者發展的後設認知量表之分量表內涵不同，而導致不同的研究結果。 

二、建議 

（一）採領域特定性編製適合國中小各學科領域的後設認知量表 
現有後設認知量表，有些是採領域普遍方式編製，此種編製方式假定該量表適用於探究各學

科領域的後設認知。然而 Veenman 與 Spaans（2005），以及 Kelemen 等人（2000）的研究結果顯

示，後設認知應屬領域特定性，若採領域特定方式編製後設認知量表，將更能精準測量受試者的

後設認知。本研究即採領域特定性的數學領域，編製適合測量中小學生數學後設認知量表。建議

未來的研究，可繼續編製適合不同學習領域（語文領域、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藝術領域）的後

設認知量表，以協助各級學校教師透過後設認知量表的施測，以瞭解學生在各學習領域的後設認

知能力發展情形。 
（二）呈現更多向度的建構效度證據 
量表的效度類型大致可分成內容效度、效標關聯效度與建構效度等三類。本研究編製的後設

認知量表，除了聘請專家審題，確保適切內容效度，同時採用探索性因素分析、驗證性因素分析、

測量恆等性等統計方式，獲得良好建構效度。由於國內缺乏適合同時評量中小學生數學領域的後

設認知量表，故本研究並未進行效標關聯效度的考驗。建議未來若也是編製適合中小學生數學領

域的後設認知量表之研究，可以考慮以本研究所發展的後設認知量表，進行效標關聯效度的考驗，

以呈現更多元化的效度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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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討後設認知與學習相關因素的關聯性 
學者對後設認知的研究結果顯示後設認知是影響學習成果的重要因素（Wang et al., 1990），本

研究著重編製具信效度的後設認知量表，並未探究後設認知與學習相關因素關聯性。建議未來對

後設認知的研究，可考慮探究後設認知與學習取向、學習態度、學習技巧、知識信念、學習信心、

學業成就…等學習相關因素的關聯性。 
（四）探究不同年級受試者在後設認知量表得分的測量恆等性 
一份量表對不同群體受試者，是否出現不同的測量模式，是量表編製很重要的測量恆等性考

驗。本研究只針對不同性別的受試者，進行後設認知量表的測量恆等性考驗，並未對不同年級的

群體進行測量恆等性考驗。建議未來的量表編製者，可針對不同年級的受試者，進行測量恆等性

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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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velop the Mathematical Metacognition Scale (MMS) on 5th – 8th graders in 

element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s. The present study included two phases: pretest and test. By adopting purposeful 

sampling and cluster sampling in both phases, 457 and 861 students were selected for the pretest and the test, respectively.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were conducted with the pretest data. Th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resulted in three factors including metacognitive knowledge, planning and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The 

Cronbach's alphas of the MMS subscales were .87, .87, .72, and .90 for the total score, which indicated good reliability.  

Measurement invariance was conducted to the test and indicated gender invariance. Therefore, it showed that the MMS has 

good construct validity. 

KEY WORD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mathematical metacognition, measurement invar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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